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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生产还是文化流动？∗

———中国大学生的教育成就获得不平等研究

朱　 斌

提要：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详细考察了家庭阶层
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精英阶层子女更可
能成为学生干部，英语能力也更高，但学业成绩更差。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
因为他们没有投入足够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作用是有
条件的，只有在考核与评价体系主观化、非标准化的情况下有效。 此外，文化
资本在其他资源的配合下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故而精英阶层子女更受益于文
化资本，这一结果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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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在现代社会，教育逐渐成为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乃

至决定性因素，因此教育机会不平等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 国内

社会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相关的经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

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系。 现代化理论认为，教育扩张会为

那些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

（Ｂｏｕｄｏｎ，１９７４）。 但以“ＭＭＩ 假设”（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最
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和“ＥＭＩ 假设”（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强调，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嵌

入在社会结构不平等之中的，而与教育扩张没有关系，因此，只要社会

结构不平等未发生改变，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不会随着教育扩张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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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ｆｔｅｒｙ ＆ Ｈｏｕｔ，１９９３；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１；Ｂｒｅｅｎ ＆ Ｊｏ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５；Ｐｆｅｆｆｅｒ，２００８；
Ｂ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我国的经验研究基本支持了 ＭＭＩ 假设和 ＥＭＩ 假设，他们发现，教
育机会不平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有随着教育的扩张而

得到有效遏制（刘精明，２００６；李煜，２００６；郝大海，２００７；吴晓刚，２００９，
２０１６；李春玲，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吴愈晓，２０１３；唐俊超，２０１５；叶晓阳、丁延庆，
２０１５）。 但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是，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

不平等迅速扩大，而上述研究并未发现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此过程

中有明显扩大，至少基于家庭阶层背景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维持了相对

稳定。 如果教育机会不平等嵌入在社会结构不平等之中而与教育扩张

无关，那么在理论上需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基于家庭阶层背景的教育机

会不平等为什么会保持稳定，而没有随着社会结构不平等的扩大而

上升？
另一方面，在高校持续扩招背景下，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大

学文凭日益贬值，故而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以
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 随着读研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学生应该会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帮助自己获得读研机会，那么家庭阶

层背景应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却显示，家庭阶层

背景对于大学生在国内读研并没有显著影响（李忠路，２０１６）。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似乎需要换一种思维，不仅需要探讨什么因素

在扩大教育机会不平等，同时也要关注什么因素在抑制教育机会不平

等。 一方面，这可以从宏观层面如各种教育政策、社会制度去考虑；另
一方面，则需要从微观层面探索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如何在学校中形成

的，也即家庭阶层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在校教育成就的。 对于后者，
现有研究显示，家庭阶层背景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子女在校教育成

就：资源转化机制和文化再生产机制（李煜，２００６）。 资源转化机制是

指家庭将其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成就的优势。 但受布迪厄的

影响，文化再生产机制获得了更多关注。 该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是连接

社会结构不平等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中介变量，精英阶层子女由于从

家庭中继承了更多文化资本，故而能够获得更高教育成就（布尔迪约、
帕斯隆，２００２ｂ；布尔迪约，２００４）。 然而，文化再生产理论也受到了其

他理论的挑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化抵制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
文化抵制理论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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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忽视了学生及其家庭的能动性与文化创造性，事实上，学生尤其是工

人阶层子女会反抗学校的教学范式和权威 （ Ｇｉｒｏｕｘ，１９８３；威利斯，
２０１３）。 文化流动理论则认为，文化资本的习得是一个长期过程，虽然

孩童时期的家庭环境对文化资本的习得有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之
后的社会化过程，尤其是学校社会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非精英阶层子

女能够在学校中习得文化资本，而且文化资本的作用对于他们更有效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８２；Ａ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ｂｕｒｇ ＆ Ｍａａｓ，１９９７）。
尽管文化抵制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丰富了关于教育机会不平等形

成的理解，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文化抵制理论所强调的工人阶层

子女的能动性主要是指消极能动性，体现为对教学范式与教学权威的

反抗，而他们的积极能动性却常常被忽视。 其次，虽然文化流动理论反

对将文化资本作为阶层再生产的中介，但也认同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基

本假设，即文化资本对教育成就的获得有着积极作用。 其实，该假设本

身就值得商榷，因为文化资本的作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
综上所述，对于理解教育成就的阶层差异而言，上述三种文化理论

还不完善。 在本文看来，教育成就不平等的形成并不像文化再生产理

论所指出的那样简单直接，文化资本的作用存在一定条件，而这给了那

些出身社会下层的学生发挥积极能动性的空间，从而能够使其突破社

会结构壁垒、实现向上流动。 这或许是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保持相对

稳定的一个内在微观机制。
对于上述理论，本文将通过分析大学生教育成就的阶层差异来给

予检验。 国内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校获得的教育成就会影响到他

们未来的升学与就业结果（张顺、程诚，２００９；李宏彬等，２０１２；赖德胜

等，２０１２；岳昌君、张恺，２０１４；李忠路，２０１６）。 但是，对于大学生是如何

获得这些教育成就的，国内相关的经验研究并不多，仅有少量研究注意

到大学生在校学生活动的阶层差异 （李锋亮等，２００６；朱新卓等，
２０１３），而这些研究通常是对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直接应用，忽视了学生

的能动性以及文化资本作用的复杂性。
下文将首先比较分析上述三种文化理论，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文

的研究假设，然后说明本文使用的数据与方法，最后对统计分析结果给

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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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比较：文化再生产、文化抵制与文化流动

文化再生产理论由布迪厄提出，用以解释社会再生产，其基本逻辑

是：精英阶层子女从家庭中继承了更多的文化资本，而这些文化资本有

助于他们在学校中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布尔迪约、帕斯隆，２００２ａ，
２００２ｂ；布尔迪约，２００４）。 首先，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区别于经济资

本与社会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包括三种形态：身体化文化资本、物质

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但他并没有精确界定

文化资本的内涵。 在后续学者看来，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实质上是

指制度化的精英文化，包括言谈方式、仪态修养、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等

（Ｌａｍｏｎｔ ＆ Ｌａｒｅａｕ，１９８８）；在经验研究中，通常会使用有关精英高雅文

化的物品、知识与行为来衡量文化资本 （ Ｌａｒｅａｕ ＆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
Ｊæｇｅｒ，２０１１）。

其次，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习得场所主要是童年时期的家庭，
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将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而精英阶层子女之所以能

够继承更多文化资本，是因为：第一，精英阶层父母本身掌握了更多的

文化资本，故而他们有能力教导子女习得这些文化资本；第二，习得和

掌握文化资本，例如学习艺术、观看音乐会等需要其他社会经济资本的

支持，而精英家庭在这方面也有优势；第三，传递文化资本需要花费大

量时间，精英阶层父母有更多闲暇时间来培养子女 （ Ｂｌａｓｋó，２００３；
Ｊæｇｅｒ，２０１１）。

最后，文化资本之所以有助于获得更高教育成就，乃是因为：一方

面，学校中的教育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暴力”行为，由作为精英阶

层代理人的教师根据精英文化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另一方

面，这种文化被精英阶层所垄断，学校教育并不会将其明确教授给学

生，因此只有那些出身精英家庭的学生能够从小受到熏陶并熟练掌握，
并在教学、日常活动、师生交流过程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得老师给予他

们更高的评价（布尔迪约、帕斯隆，２００２ａ；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１５）。
布迪厄与其合作者的一系列著作表明，在法国，不同家庭阶层背景

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有明显差异，而且在大学内，不同背景的大学生

所学专业以及学习进度均有明显差异（布尔迪约、帕斯隆，２００２ｂ；布尔

迪约，２００４）。 后继的诸多经验研究也发现，那些家庭文化资本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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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好，也更可能参与各种学生文化活动（Ｄｕｍａｉｓ，
２００２；Ｇｏｌｄｒｉｃｋ⁃Ｒａｂ ＆ Ｐｆｅｆｆｅｒ，２００９；Ｊæｇｅｒ，２０１１；Ｒｏｋｓａ ＆ Ｐｏｔｔｅｒ，２０１１）。

虽然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到大量经验研究支持，但也有研究者对其

提出质疑，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包括文化抵制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
文化抵制理论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过于强调外在于学校的社会结构

对学校内部再生产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解释通常忽视了学校中行为主

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表现，从而具有一种“宿命论”色彩，因为人们

似乎看不到改变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Ｇｉｒｏｕｘ，１９８３）。
威利斯（Ｐ． Ｗｉｌｌｉｓ）的研究显示，一些工人阶层子女（他称之为“家

伙们”）存在一种“反学校”文化，这种“反学校”文化主要体现为对教

学范式与教学权威的抵抗（威利斯，２０１３：２２）。 威利斯认为，“教学范

式”中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家伙

们”的反抗则是在工人阶层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创新性的文化反应

（威利斯，２０１３：６８，１３３ － １３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人阶层子女的

文化抵制却有助于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因为接受标准的教学范式预示

着可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而那些存有抵制行动的“家伙们”拒绝了这

种可能，放弃了自己的选择权利，最终巩固了现有的阶层地位。
文化流动理论最早源于迪马乔（Ｐ．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的研究，他基于韦伯

的身份群体理论指出，当社会封闭性较强、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缺少交往

时，以精英文化为内核的文化资本主要在家庭中习得。 但在现代社会，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发展、交通运输和传媒规模扩大、城市化推进、教
育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的身份群体

之中，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扩大化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场所中习得文化

资本，其中学校就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场所，那些出身社会下层的学生

可以在受教育过程中逐渐习得文化资本， 从而实现向上流动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８２；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Ｍｏｈｒ，１９８５）。
与此同时，文化流动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另一分歧在于，谁的

子女更受益于文化资本。 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出身于精英阶层家庭

的学生将更受益于文化资本，这是因为他们父母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

育，掌握了大量关于大学内部运行与实践的知识和信息，他们从小耳濡

目染，故而也能够更好地解码学校中的“游戏规则”，让文化资本发挥

更大作用（Ａ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ｂｕｒｇ ＆ Ｍａａｓ，１９９７；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文化

资本的作用有时需要得到其他资本（如经济资本）的支持，例如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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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动中通过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来获得教师与其他人的认可，而
这些社交活动通常都需要经济资本予以支持。

在文化流动理论看来，文化资本与社会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一种替

代效应。 虽然精英阶层家庭在这些资本上都占据着优势，但文化资本

的传递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社会经济资本的传递相对简单。
因此，精英阶层父母可能更重视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而不会在家里营

造高雅文化的环境，结果是他们的子女既不知晓文化资本的运作，也不

重视文化资本的作用（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８２；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Ｍｏｈｒ，１９８５）。 与之

相反，对于社会下层子女而言，其家庭缺乏社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可

在学校中习得，而社会经济资本更难直接获得，因此他们将更加重视文

化资本的作用，以借此缩小他们与精英阶层子女的差距（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１９８２；Ａ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ｂｕｒｇ ＆ Ｍａａｓ，１９９７；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比较上述三种理论，文化抵制理论与文化流动理论的对话对象都

是文化再生产理论，但二者侧重点不同。 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一样，文化

抵制理论也认为学校最终成功实现了“再生产”，所不同的是，后者强

调这是经过一番斗争才出现的结果，而不是直截了当的。 与文化再生

产理论和文化抵制理论都不同的是，文化流动理论认为教育也可以成

为社会流动的渠道，因为工人阶层子女可以从学校中习得文化资本，而
且文化资本的作用对于他们更有帮助。

文化抵制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丰富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理解，不
过二者也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首先，文化抵制理论虽然强调工

人阶层子女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但在经验研究中，往往体现为“反学

校”文化。 有学者认为，这些“反学校”文化事实上仅仅局限在少数工

人阶层子女身上，工人阶层的主流文化与“反学校”文化并不一致，大
多数工人阶层父母同样非常尊重“读书人”，也希望通过教育使自己的

子女向上流动（布莱克莱吉、亨特，１９８９：２２５ － ２２９）。 因此，我们不能

仅仅关注少数工人阶层子女的消极能动性，在学校正常的“教学范式”
之下，大部分工人阶层子女的积极能动性更需要关注。

其次，正如上文所言，文化资本之所以有助于获得更高教育成就，
一是因为教师是精英阶层代理人，会根据精英文化对学生进行考核和

评价；二是因为这种精英文化主要是在家庭中获得，而学校并不会明确

教授（布尔迪约、帕斯隆，２００２ａ；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１５）。 文化流动理论反对后

一命题，并且强调文化资本（也即精英文化）同样能在学校中习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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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校不是再生产工具。 然而，文化流动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共享

前一个基本假设：教师根据精英文化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因此文化

资本对于教育成就的获得有着积极影响。 毫无疑问，教师在学生的考

核和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教师主观上可能也希望根据文化资

本的掌握来评价学生，但教师能否真正实现却值得商榷，因为很多时候

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不是教师所能决定的，而是客观化、标准化的。
当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不是客观化、标准化时，教师可以根据自己

的主观判断来评价学生，此时那些有文化资本的学生通常被教师看重，
评价也就更高。 但是，若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是客观化和标准化的，教
师评判时的自由裁量权就受到很大限制，而不得不按照客观标准来评

价（胡安宁，２０１７）。 这个时候，对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的掌握与熟悉

程度则成为影响评价的更重要因素，而这又与学生自身的认知能力与

努力程度相关 （ Ｋａｔｓｉｌｌｉｓ ＆ Ｒｕ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０； 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０；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２００１）。 有学者认为，相对于文化资本仅仅反映精英群体身份

文化的特殊性、社会性，认知能力和努力程度则更接近于经济学所说的

人力资本，具有一般性、工具性特点 （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 Ｆａｒｋａｓ，２００３；
Ｌａｒｅａｕ ＆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文化资本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核与评

价体系的客观化和标准化程度，客观化和标准化程度越高，文化资本作

用越弱，而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自身努力程度则能发挥更重要作用。 正

因为此，出身社会下层的学生才拥有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可以通过不断

努力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从而突破社会结构限制。 正如许多研究所

发现的，教育系统标准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抑制家庭阶层背景在教

育过程中的影响，从而促进教育平等（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Ｂａｋｅｒ，１９９１；Ｐａｒｋ，
２００８； Ｈｏｒｎ， ２００９；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ｒｆｈｏｒ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Ｘｕ ＆ Ｈａｍｐｄｅｎ⁃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１１；Ｂｙ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卡拉贝尔，２０１４），但很少有研究讨

论这在学校内部是如何具体实现的，下面我们以中国大学内部的教育

过程为例来检验上述理论。

三、研究假设

首先，文化抵制理论认为工人阶层子女在学校中总爱显示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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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反抗，具体表现为奇装异服、抽烟、酗酒、打架（威利斯，２０１３：
２２），反对者则认为这只是少部分人的行为。 在我国，关于农民工子女

的研究也有这样的矛盾现象，有学者发现农民工子女中也存在类似的

“反学校”文化：“这里绝大部分孩子并不关心读书，也不孜孜以求学业

的进步；相反，他们拒绝学校所传递和教导的知识，以上网、看小说、嬉
笑打闹为乐”（周潇，２０１１）。 但也有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在遭遇社会结

构限制时，并不是一味放弃学业，与之相反，他们会在此限制下更加努

力或者选择更好的升学机会（熊春文、刘慧娟，２０１４）。 上述研究都是

个案研究，难以观察到学生的整体面貌。 就本文探讨的大学生而言，笔
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理念，
这种理念已经融入各个阶层，有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父母的教养理念与

社会下层并没有本质差异（洪岩璧、赵延东，２０１４），故而没有理由认为出

身工农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可能出现“反学校”文化和行为。 恰恰相反，考
虑到他们的家庭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向上流动的意愿

会更强烈，在学校中可能会更努力，由此作出假设 １。
假设 １：出身工农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学校中会表现得更努力。
其次，正如上文所说，考核和评价方式决定了教育成就的影响因

素。 已有研究通常考察的教育成就包括学业成绩、学生干部以及英语

四级成绩（李锋亮等，２００６；赖德胜等，２０１２；朱新卓等，２０１３；李忠路，
２０１６）。 根据笔者在高校中学习与教学的经验，高校本科课程具有两

个特点：一是公共课较多，如数学、政治以及通识课等，这些课程很多使

用国家统一指定教材，并且通过客观的标准化试卷来考核。 二是就专

业课而言，一方面，很多专业课也采用标准化考试，人文社会科学虽然

主观化程度较高，但是所出题型往往也是“名词解释”、“简答”、“论
述”这样的题目，实际上都有标准答案；另一方面，还有少量课程会采

用论文的方式进行考核，这种方式的主观化程度较高，但是，这种考核

给出的分数差异往往并不大，而且由于这类课程不多，故而对整体成绩

的影响有限。 综合来看，笔者认为，目前高校课程的考核与评价方式的

客观化与标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考核内容会在课堂上明确传授给学

生，考核方式主要是标准化考试。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是根据学生客观

答题情况来评分的，其判定成绩的自由度受到限制，学生的学业成绩主

要与其认知能力、平时努力程度相关，而与文化资本关系不大。
与学业成绩不同的是，学生干部的选拔标准较为模糊，虽然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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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网，尤其是与老师的关系会影响到学生干部的选拔，但更重要

的还是学生参与课外活动时的积极表现，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

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等难以观察的素质。 学校一般不会教授

任何关于参与和组织学生活动的方法或者技巧，这就给文化资本留下

了很大的作用空间。 现有研究发现，精英阶层的子女更可能参与大学

中的各类学生活动，而且更可能成为学生团体中的领导者或者说学生

干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精英阶层的父母从小就注重对其子女性格、心
理素质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其子女与老师交流更顺畅，更
加熟悉和适应大学中学生活动的形式与内容（Ｄｕｍａｉｓ，２００２；Ｓｔｕｂｅｒ，
２００９；Ｌｅｈｍａｎｎ，２０１２；李峰亮等，２００６）。

至于英语四级成绩，一方面这是标准化考试成绩，学生通过努力能

够适应这种考试；另一方面，语言恰恰是文化资本理论最为强调的元

素。 伯恩斯坦就指出，语言能力的培养是在日常生活中“默会地习

得”，其中家庭是儿童语言能力最初发展的地方，尤为重要（王瑞贤，
２００９：２７２ － ２７６）。 许多精英阶层父母自己也会说英语，能够在子女儿

童时期就开始教授他们英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一般学业成绩，个人努力具有决定性作

用，而文化资本则没有显著作用。 如果工农阶层子女在校努力程度更

高的话，那么他们的学业成绩应该不低于精英阶层子女，甚至会更高。
相比之下，对于学生干部和英语能力，文化资本可能更有帮助，而精英

阶层子女在这两个方面具有更大优势。 故而可以得出假设 ２。
假设 ２：对于学业成绩而言，个人努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工农

阶层子女的学业成绩高于精英阶层子女；对于学生干部和英语四级成

绩，文化资本具有更重要的影响，精英阶层子女更有优势。
进一步而言，如果文化资本有助于大学生成为学生干部以及提高英

语能力，那么它对于谁的子女更有帮助呢？ 总的来说，文化再生产理论

认为，精英阶层子女对学校中的“游戏规则”了解得更多，又掌握了更多

的社会经济资本，因此运用文化资本的能力更强，获得文化资本回报的

概率更高。 而文化流动理论则强调工农阶层子女运用文化资本的意愿

更强，精英阶层子女则更加重视投入回报迅速直接的社会经济资本。
相关的经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迪马乔的研究率先提出文化流动

模式，但他也发现只有男生适用于文化流动模式，文化资本对教育成就

的积极影响仅限于那些来自底层或中等家庭的男生；而对于解释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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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成就来说，文化再生产模式更适合（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８２）。 此后的研

究多有分歧，有的支持文化流动模式（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有的发现

文化资本的作用在各阶层之间没有差别（Ｂｌａｓｋó，２００３），还有研究指出

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其模式是不一样的（Ｊæｇｅｒ，２０１１；孙远太，２０１０）。
就中国大学生而言，考虑到学生活动表现与英语能力对大学生未

来的升学与求职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出国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李忠路，２０１６），而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出国留学是提升文凭含

金量的重要方式（许家云等，２０１４），也是精英阶层实现阶层再生产的

重要渠道。 因此，笔者认为出身精英阶层的大学生既有能力也有意愿

运用文化资本来获得更高的学生干部身份和更高的英语成绩，由此可

以得到假设 ３。
假设 ３：相比于工农阶层子女，家庭文化资本对于精英阶层子女的

作用更大。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收集的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ＣＳＰＳ）。① 该调查利用北京市教委提供的 ２００６ 级和 ２００８ 级

在校学生学籍数据库作为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

例（ＰＰＳ）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 ５１００ 名大学生，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实施调

查，并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连续四年对同一组调查对象进行了四次追踪调

查。 这些调查收集的信息包括：被访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心理状况、学
业成绩、社会活动、政治参与、经济来源、职业意向、毕业结果、观念行为

等。②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是大学生在校部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对
于 ２００６ 级，主要使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调查数据；对于 ２００８ 级，则使

用前面四轮调查的数据。 删除各变量中有缺失的样本后，总共有 ４００４
个样本进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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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

１ 因变量：在校教育成就

本文所讨论的教育成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业成绩，二是担

任的学生干部，三是英语四级成绩。
每一轮调查都询问了被访者的班级人数和“到目前为止”在班上

的成绩排名，本文将学生成绩排名平均分为五等，排名前 ２０％的赋值 ５
分，以此类推，排名最后 ２０％ 的赋值 １ 分，赋值越高，说明被访者的学

业成绩越好。 本文以被访者大四快毕业时的学业成绩作为因变量，这
是因为大学学业成绩是逐年累积的，因此大四学业成绩可以看作是整

个大学四年的最终成绩。 若被访者大四学业成绩缺失，则以大三学业

成绩替代，这主要是考虑到大学中的课程集中在大四以前，大四少量课

程对学生总的学业成绩影响不大。
关于学生干部，一些学者仅讨论是否成为学生干部，这很难反映学

生干部经历的丰富内涵。 事实上，中国大学中的学生干部体系复杂，不
同类型和层级的学生干部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很大差异，而且不同干

部经历对他们未来升学与就业的影响也不一样。 例如，据笔者所知，校
学生会干部在保研过程中的加分要远远高于班级干部。 根据笔者在大

学中参与学生活动的经验以及与其他学生交流获得的信息，大体上可

以将学生干部分为五个层次，由高到低依次赋值 ５ 到 １ 分，具体见表

１。 一般而言，大学中的学生干部也是逐级向上选拔的，越往上人数越

少，因此这里以大学生得分最高的学生干部为最终因变量。

　 表 １ 学生干部层次与赋值

赋值 层次

５ 校级团委、学生会主要干部

４
院系级团委、学生会主要干部，学校所属组织主要干部，校级团委、学生会部门主
职干部

３
校级团委、学生会部门副职干部，院系级团委、学生会部门干部，学校所属组织部
门干部，自组织社团主要干部

２ 班级主要干部，自组织社团部门干部

１ 干事或从未担任

　 　

选择英语四级成绩主要是因为大学生普遍参加了英语四级考试，
一些大学甚至以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作为毕业的必要条件，而英语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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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不是所有大学生都会参与。 而且不同于学校自己组织的英语考

试，英语四级考试使用的是同一套试卷，故而该成绩可以进行直接比

较。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学业成绩中也包含了英语成绩，但只占非常小

的比例，难以用来比较大学生语言能力的高低。
２ 核心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包括家庭阶层背景、家庭文化资本与在校努力

程度。 该数据分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调查中询问了大学生父母职业，
其中第一次调查询问的是父母从事最长时间的职业，第二次调查询问

的是现职。 本文以第二次调查中父母地位较高一方的职业阶层作为家

庭阶层背景，其中有少量缺失，以第一次调查数据给予补充。 家庭阶层

背景可以分为四个阶层：管理者阶层，包括企事业管理人员、机关干部

以及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阶层；工农阶层，包括农民、产业工人和无业

人员；一般非体力阶层，即其他职业。
与家庭阶层背景相联系的是家庭文化资本。 国内大多数经验研究

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指标，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精英阶层的父母并不一定会营造更好的文化环境，因此为了更直接地

测量家庭文化资本，本文使用家庭的文化资源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指

标。 第一次调查询问了大学生家里是否有以下东西：“订阅或经常购

买报纸”、“百科全书、辞海、辞典或其他参考书”、“超过 ５０ 本书籍”、
“古典或经典文学著作”、“诗歌集”、“艺术品（如画作）”，１ 表示有，０
表示没有。 笔者将上述六个项目的分值相加，得分越高，说明家庭文化

资本越高。
大学生在校努力程度对于不同教育成就衡量指标有所不同。 对于

学业成绩和英语四级成绩，我们以大学生的逃课情况来衡量他们的学

习努力程度。 每次调查都会询问被访者上学期是否逃课，逃课的课程

包括公共课和专业课，这里将“经常逃课”设为 ３ 分，“偶尔逃课”设为 ２
分，“从来没有”设为 １ 分，我们以历年调查的平均得分作为逃课情况，
得分越高，逃课频率越高。 对于学生干部，我们以被访者参与学生活动

的时间来衡量其努力程度，调查询问了被访者本学期每周参与学生活

动的平均时间，我们以历年调查的平均活动时间作为具体测量指标。
３ 控制变量

考虑到大学生的同质性较强，本文的控制变量不多，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大学生的性别、民族与入学前的户籍，这三个变量都是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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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以女性为参照项，民族变量以少数民族为参照项，
户籍变量以农业户口为参照项。

第二组控制变量是大学生所在学校类型、专业与年级。 笔者将学

校区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北大、人大、清华构成的精英大学，这三所高校

是北京市最好的三所大学，抽样时也是单独列为抽样框的；二是除了北

大、人大、清华以外的 ２１１ 大学；三是非 ２１１ 大学。 专业变量则按照大

学生所学专业所属大类分为三大类：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

学类。 年级设置为虚拟变量，以 ２００６ 级为参照项。
最后，资源转化机制也是家庭阶层背景影响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

机制（李煜，２００６），虽然不是本文讨论内容，但在模型中要对家庭经济

资本予以控制。 该变量使用第一次调查时（２００９ 年调查）的家庭年收

入来表示，由于家庭年收入差异过大，本文将其取对数代入模型。 表 ２
给出了上述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表 ２ 相关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Ｎ ＝４００４
变量 ２００６ 级 ２００８ 级 总体

教育成就

学业成绩 ３ ４７（１ ２２） ３ ４８（１ ２１） ３ ４８（１ ２１）
学生干部 ２ ０１（１ ０２） ２ ２５（１ １７） ２ １２（１ １０）
英语四级成绩 ５０６ ５０（７２ １０） ５１９ ０７（７２ １０） ５１２ ５６（７２ ３７）

家庭阶
层（％ ）

工农阶层 ２２ ９２ ２０ １３ ２１ ５８
一般非体力阶层 ３３ ０６ ３３ ４４ ３３ ２４
专业技术阶层 １０ ４２ １２ ０１ １１ １９
管理者阶层 ３３ ５９ ３４ ４２ ３３ ９９

家庭文化资本 ３ ８２（２ ０４） ４ ０８（１ ９８） ３ ９５（２ ０２）
家庭经济资本 １０ ５８（１ １４） １０ ６１（１ １１） １０ ６０（１ １３）
逃课 １ ９９（０ ４８） １ ９６（０ ４８） １ ９７（０ ４８）
学生活动时间（小时） ４ ６７（６ ５５） ４ ４８（４ ６２） ４ ５８（５ ７０）
性别（１ ＝ 男，％ ） ５２ ８０ ５３ １６ ５２ ９７
民族（１ ＝ 汉，％ ） ８９ ２９ ８９ １８ ８９ ２４
入学前户籍（１ ＝ 非农户口，％ ） ７１ ６７ ７２ ２６ ７１ ９５

学校（％）

精英大学 ２７ ３２ ３０ ２８ ２８ ７５

２１１ 大学 ３５ ５２ ３５ ６６ ３５ ５９

非 ２１１ 大学 ３７ １６ ３４ ０６ ３５ ６６

专业（％）

人文科学 ９ ４６ １１ ９６ １０ ６６

社会科学 ３３ ８８ ３３ ２３ ３３ ５７

自然科学 ５６ ６６ ５４ ８１ ５５ ７７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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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

本文将使用两种模型：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Ｏｌｏｇｉｔ）和一般线性回归模

型（ＯＬＳ），当因变量是序次变量，如学业成绩和学生干部时，则使用

Ｏ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当因变量是连续变量时，使用 ＯＬＳ 回归模型。

五、结果分析

（一）家庭阶层背景与文化资本、个人努力

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抵制理论，本文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

题是：出身不同家庭阶层的大学生在文化资本与个人努力上是否存在

差异？ 首先，模型 １ － １ 的因变量是家庭文化资本，可以看到，与工农阶

层家庭相比，其他三个阶层家庭中的文化资本都显著更高，尤其是精英

阶层家庭，这一结果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吻合。 其次，模型 １ － ２ 考察

大学生的逃课情况，数据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其他阶层子

女的“逃课”得分显著高于工农阶层子女，说明他们更可能逃课。 而且

家庭经济资本对逃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资本的系数不显著，这
意味着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大学生越可能逃课。 最后，模型 １ － ３ 的结

果发现，一般非体力阶层与管理者阶层子女参与学生活动的时间同样

少于工农阶层子女，专业技术阶层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而家庭经

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此也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来看，工农阶层子女虽

然家庭文化资本含量最低，但他们在学校中最为努力，不仅在学习中更

为努力，而且参与学生活动也更积极，这与假设 １ 相符。

　 表 ３ 家庭阶层背景与文化资本、自身努力的关系

家庭文化资本 逃课 学生活动时间

模型 １ － １ 模型 １ － ２ 模型 １ － ３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性别（男 ＝ １） －  ２５０∗∗∗

（ ０５２）
 １６５∗∗∗

（ ０１６）
－  ５１３∗

（ ２０３）

民族（汉 ＝ １）  ２０８∗∗

（ ０７６）
 ０３０

（ ０２３）
－  ６３８∗

（ ２９４）

户籍（非农户口 ＝ １）  ９９２∗∗∗

（ ０６６）
 ００６

（ ０２１）
－  ３８７００
（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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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家庭文化资本 逃课 学生活动时间

模型 １ － １ 模型 １ － ２ 模型 １ － ３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学校（参照项：精英大学）

　 ２１１ 大学
－  ０７２００
（ ０９１）

－  ００６００
（ ０２８）

 ２４９
（ ３５１）

　 非 ２１１ 大学
－  １６１ ＋
（ ０９０）

－  ０２２００
（ ０２８）

 ４０３
（ ３５０）

专业（参照项：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  ２２４∗

（ ０８８）
 ０７８∗∗

（ ０２７）
 ２１７

（ ３３９）

　 自然科学
－  ２８５∗∗∗

（ ０８５）
 ０１６

（ ０２６）
－  ９２６∗∗

（ ３２８）

年级（２００８ 级 ＝ １）  ２２６∗∗∗

（ ０４８）
－  ０２２００
（ ０１５）

－  ３４０ ＋
（ １８７）

家庭阶层（参照项：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８６３∗∗∗

（ ０７３）
 ０９７∗∗∗

（ ０２３）
－  ７０１∗

（ ２８７）

　 专业技术阶层
１ ５２１∗∗∗

（ １０７）
 １５３∗∗∗

（ ０３３）
－  ４１４００
（ ４２２）

　 管理者阶层
１ ５８６∗∗∗

（ ０８７）
 １０７∗∗∗

（ ０２８）
－  ９５７∗∗

（ ３５０）

家庭经济资本
 ４４７∗∗∗

（ ０２６）
 ０４９∗∗∗

（ ００８）
－  ０５０００
（ １０６）

家庭文化资本
－  ００３００
（ ００５）

 ０３９
（ ０６１）

常数项
－ ２ ３３９∗∗∗

（ ２８９）
１ ２４８∗∗∗

（ ０８９）
７ ０６５∗∗∗

（１ １２７）
Ｎ ４００４ ４００４ ４００４

Ｒ２  ４４２  ０６１  ０２０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二）家庭阶层背景与教育成就获得

１ 学业成绩

首先来看学业成绩的获得。 模型 ２ － １ 是基础模型，加入了性别、
民族、入学前户籍、学校、专业、年级和家庭阶层变量，结果发现：第一，
男生的学业成绩显著低于女生；汉族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少数民

族学生；入学前户籍对于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没有明显影响。 第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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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专业、年级都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大学学业成绩都是各学校自

己判定的，因此从各高校、各专业、各年级抽样出的样本应该没有显著

差异。 第三，在控制上述变量后，家庭阶层背景对学业成绩有显著影

响，只不过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预测有所不同，出身工农阶层家庭的大

学生的学业成绩最好，而其他阶层子女的学业成绩都比前者差。
其次，在后面的模型 ２ － ２ 中加入了大学生的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

资本，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消极影

响，而家庭文化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 而且加入这两个变量后，家庭阶

层变量的影响大大减弱了，说明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阶层背景影响的

中间变量。
最后，模型 ２ － ３ 中加入“逃课”变量后发现，逃课得分越高，大学

生学业成绩越低，而且在控制了“逃课”变量后，家庭阶层变量和家庭

经济资本的影响均不再显著。 这说明工农阶层子女之所以在学业成绩

上有突出表现，决定性原因在于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
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更好的精英阶层子女则更可能逃课，把更多时间

和精力用于他处。
２ 学生干部

模型 ３ 主要分析了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情况。 与上文类似，模
型 ３ － １ 仅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家庭阶层变量：首先，男生担任学生干部

的级别低于女生，从上面学业成绩的结果来看，男生的学业成绩也要弱

于女生。 可见在目前中国大学内，性别不平等已经得到较大改善，女生

所获得教育成就甚至高于男生，那么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性别不平等

的根源可能更多地来自于性别歧视而不是人力资本的差异。 除此之

外，民族和户籍变量均不显著。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学校与年级的大学生在担任学生干部

上也有差异，精英高校大学生的平均得分最高；与此同时，２００８ 级大学

生的平均得分要高于 ２００６ 级大学生。 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学校

和不同年级的机会结构不一样，也就是说，更好的学校可能有更多的社

团组织，从而能使更多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同样的，２００８ 级大学生可

能也有更多机会。
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具有显著积极影响，相

比于出身工农阶层的大学生，精英阶层尤其是管理阶层的子女在成为

学生干部上具有显著优势。 为了揭示家庭阶层背景的具体影响机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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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３ － ２ 中加入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看到家庭文化资本有

助于大学生成为学生干部，经济资本虽然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最后来看学生活动时间与学生干部的关系。 在模型 ３ － ３ 中加入

学生活动时间后，可以发现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也即参与学生活动越

积极，越可能成为学生干部。 那么，会不会越是学生干部参与学生活动

越积极呢？ 如果是这样，精英阶层子女更可能成为学生干部的话，那么

他们参与学生活动的时间应该更多，然而模型 １ － ３ 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的。 在加入学生活动时间后，家庭文化资本依然保持显著作用，而且原

本在模型 ３ － ２ 中系数变小的家庭阶层变量又重新变大，这正是因为精

英阶层子女的学生活动时间要少于工农阶层子女。 总的来看，虽然工

农阶层子女更积极参与学生活动，但因为他们只掌握了少量的文化资

本，依然难以在学生干部竞争中占据优势。
３ 英语四级成绩

接下来是大学生的英语四级成绩。 首先，男生再一次弱于女生，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生英语四级成绩比女生平均低了 ２２ 分；与
此同时，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也有显著差异，前者的英语水平

明显更高；而大学生入学前户籍依然没有影响。 其二，精英大学、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专业以及 ２００８ 级大学生的英语四级成绩相对更高，这
是因为英语本身就是高考科目，那些能够进入重点大学的大学生通常

英语能力也较强，而且中国大学中人文科学专业相对冷门，故而进入这

些专业门槛更低，英语成绩也相对较低。 其三，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

生的英语四级成绩同样具有显著积极影响，精英阶层尤其是专业技术

阶层子女的英语四级成绩明显更高。 第四，模型 ４ － ２ 加入了家庭经济

资本和文化资本，结果发现二者对大学生英语四级成绩都有显著积极

影响。 虽然家庭阶层系数变化很明显，但依然显著，说明语言能力的培

养与家庭环境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能还有其他未观察到的家

庭因素存在影响。 最后，在模型 ４ － ３ 中加入了“逃课”变量，系数显著

为负，意味着努力学习同样能提高英语四级成绩。 与此同时，家庭阶层

变量和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变得更强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变量与

“逃课”存在一定反向关系。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对不同教育成就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文化

资本对于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没有影响，真正有影响的是大学生自身的

努力程度。 精英阶层子女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更少，故而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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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 与学业成绩相比，文化资本对于学生干部和英语成绩均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尽管精英阶层子女在这两方面的努力程度也不如工农阶

层子女，但他们依然能够凭借文化资本的优势而成为更高级别的学生

干部，获得更高的英语成绩。 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 ２。

（三）文化资本作用的阶层差异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学业成绩并没有影响，但对

学生干部和英语四级成绩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问题则是，谁的子女更

受益于文化资本呢？ 笔者分别在模型 ３ － ３ 和模型 ４ － ３ 的基础上加入

了文化资本与家庭阶层背景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就学生干部获得来说

（模型 ５ － １），文化资本与家庭阶层背景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但仅有

管理者阶层与文化资本的交互项显著，这说明文化资本对于管理者阶

层子女来说作用更大；而关于英语四级成绩（模型 ５ － ２），文化资本对

于一般非体力阶层与管理阶层子女的作用更显著。 总体来看，上述结

果与假设 ３ 相一致，也即支持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预测，精英阶层子女能

够从文化资本中获益更多，这是因为文化资本作用在一定条件的支持

下会更为突出，而这些条件存在于精英阶层的家庭之中。

　 表 ５ 文化资本作用的阶层差异

模型 ５ － １ 模型 ５ － ２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性别（男 ＝ １）
－  １１１ ＋
（ ０６３）

－ ２１ １６６∗∗∗

（２ ２０３）

民族（汉 ＝ １）
 ０６１

（ ０９３）
２０ ７８４∗∗∗

（３ １５５）

户籍（非农户口 ＝ １）
 ０１９

（ ０８３）
 ５１７

（２ ８０１）

学校（参照项：精英大学）

　 ２１１ 大学
－  ４５７∗∗∗

（ １０９）
－ ４８ ２１１∗∗∗

（３ ７６２）

　 非 ２１１ 大学
－  ５３９∗∗∗

（ １０９）
－ ８６ ９４９∗∗∗

（３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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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模型 ５ － １ 模型 ５ － ２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专业（参照项：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２１４∗

（ １０７）
１５ ６６１∗∗∗

（３ ６３８）

　 自然科学
 ２６６∗

（ １０４）
１０ ６６８∗∗

（３ ５２０）

年级（２００８ 级 ＝ １）  ３５０∗∗∗

（ ０５９）
８ １３９∗∗∗

（２ ０１１）
家庭阶层（参照项：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  １３５００
（ １４４）

－  ０４４　
（４ ９４７）

　 专业技术阶层
－  ２１４００
（ ３７３）

１４ １７９　
（１２ ５６９） 　

　 管理者阶层
－  ０６９００
（ ２２３）

－ ３ ５７９００
（７ ５９０）

家庭经济资本
 ０５４

（ ０３３）
３ ２１４∗∗

（１ １３９）

家庭文化资本
－  ０２０００
（ ０３５）

－  ６４９　
（１ ２１６）

家庭阶层 × 文化资本

　 一般非体力阶层 × 文化资本
 ０５６

（ ０４４）
３ ３０７∗

（１ ４９５）

　 专业技术阶层 × 文化资本
 １００

（ ０７８）
１ ３９８

（２ ６５８）

　 管理者阶层 × 文化资本
 １１２∗

（ ０５１）
３ ５６９∗

（１ ７５３）

学生活动时间
 ０６４∗∗∗

（ ００５）

逃课
－ ５ ９７４∗∗

（２ １４７）

常数项
５０５ １８７∗∗∗

（１２ ５４６）

截点 １
 ５２９

（ ３６０）

截点 ２ １ ７０２∗∗∗

（ ３６１）

截点 ３ ３ ０８９∗∗∗

（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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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模型 ５ － １ 模型 ５ － ２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截点 ４ ４ ９７５∗∗∗

（ ３７８）

Ｎ ４００４ ４００４

Ｒ２  １９２

－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０４９３ ０３２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六、结论与讨论

总结上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在校教

育成就的影响比较复杂。 精英阶层子女更可能成为级别较高的学生干

部，他们的英语四级成绩相对也更高；但家庭阶层地位对大学生学业成

绩反而有着消极影响，事实上工农阶层子女的学业成绩是最好的。 之

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工农阶层子女在大学中更加努力，
他们将主要精力与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和学生活动中去，从而能够突

破一些劣势家庭环境的限制；而精英阶层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资本的

支持下反而有所懈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是有条件的。 客观化

的考核和评价体系通过标准化考试来评定学业成绩，文化资本的作用

被大大削弱，大学生自身努力成为影响学业成绩的决定性因素。 与之

相反，像学生干部这种非标准化的选拔，教师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时，
文化资本就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使工农阶层子女更加努力，也难

以与精英阶层子女相竞争。
对于文化资本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进一步研究发现精英阶层子

女更受益于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更有助于管理者阶层子女获得更高级

别学生干部身份和更高的英语成绩。 这可能是因为：其一，文化资本在

经济资本、信息解码等配合下，能够发挥出更大作用，而精英家庭在各

方面都占有优势；其二，学生干部经历和英语成绩对于精英阶层子女的

未来发展尤其是出国留学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也有意愿来运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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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获得这些教育成就。
上述研究结果与前文三个研究假设相一致，但与现有的三种文化

理论均有不符之处。 首先，文化再生产理论假设文化资本有助于教育

成就的获得，本文认为文化资本的作用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受限于特定

的考核与评价体系。 其次，文化抵制理论强调工农阶层子女在学校中

反抗教学范式的消极能动性，却忽视了大部分学生积极向上的个人努

力。 大学生在校教育成就的获得通常是文化资本和个人努力共同作用

的结果，就学业成绩而言，文化资本作用有限，而个人努力处于主导作

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能实现文化流动，其前提条件是工农阶层子女比

精英阶层子女更加努力；而对于学生干部与英语成绩而言，文化资本作

用更为突出，因此个人努力仅仅能够削弱而不能完全抑制家庭阶层不

平等。 最后，与文化流动理论所不同的是，文化资本与其他社会经济资

本的作用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因此在文化资本能够发挥作

用的领域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工农阶层子女的困境将更加严重。
总的来说，本文强调要将学校行为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和文化资本

作用的复杂性纳入到研究视野中，将原来的“家庭阶层背景—文化资

本—教育成就”理论模型扩展成“家庭阶层背景—文化资本 ／积极能动

性—教育成就”，这样才能更完整地了解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形成机制。
新扩展的理论模型并不否定教育成就差异的存在，但是也不认为这种

不平等是完全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不能改变的。
进一步来看，上述研究结果也为本文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提供了

一个微观角度的理解。 一方面，正因为工农子弟更努力学习，学业成绩

更好，所以他们在国内读研上才不会落后于精英子女。 最近的一篇文

章也发现，大学为来自于不同阶层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开放的学习

锻炼环境，他们都能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提高个人人力资本，而且来自弱

势家庭的学生可以提高得更多（许多多，２０１７）。 另一方面，我们所看

到的工农子弟的努力可能不仅仅表现在大学，而是贯穿了整个教育过

程。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标准化考试是升学的决定性渠道，因此

工农阶层子女始终可以通过强化自身努力来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从
而突破社会结构壁垒，实现向上流动。 正因为此，在社会结构不平等持

续扩大的情况下，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却维持了相对稳定。
当然，本文所讨论的仅仅是大学生的教育成就，其结果是否适用于

中小学还需要将来利用中小学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来检验。 与大学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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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小学生至少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其一，相对于大学学业成绩，中
小学学业成绩尤其是中考和高考成绩的重要性无疑更为突出，因此精

英阶层家庭也会高度重视。 其二，与大学生主要寄宿在学校不同，大多

数中小学生都是与父母居住在一起，日常受到父母监督指导，因此精英

阶层子女可能难以像在大学那样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在课外活动上。
这就意味着在中小学阶段，精英阶层子女学业成绩可能不比工农阶层

子女更差，甚至会更好（李忠路、邱泽奇，２０１６）。 即使如此，这与本文

的推论也不矛盾，在我们看来，工农阶层子女积极努力的意义并不在于

逆转教育机会不平等，而是能够抑制这种不平等随着社会结构不平等

的扩大而上升。
除此之外，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稳定或许还有其他宏观社会政策与

制度的影响，本文只是从不平等形成的微观过程提出一个可能解释，后
续研究还可以进一步从宏观层面来讨论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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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Ｃ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Ｂｒｅｅ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 Ｊａｎ Ｏ． Ｊｏ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５，“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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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１．

Ｂｒｅｅ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ｕｕｄ Ｌｕｉｊｋｘ， Ｗａｌｔｅｒ Ｍｕｌｌｅｒ ＆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Ｐｏｌｌａｋ ２００９，“Ｎｏｎ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ｉｇｈ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４（５） ．

Ｂｙｕｎ， Ｓｏｏ⁃ｙｏｎｇ， Ｅｖａｎ Ｓｃｈｏｆｅｒ ＆ Ｋｙｕｎｇ⁃ｋｅｕｎ Ｋｉｍ ２０１２，“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５（３） ．

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Ｎａｎ Ｄｉｒｋ， Ｐａｕｌ Ｍ． Ｄｅ Ｇｒａａｆ ＆ Ｇｅｒｂｅｒｔ Ｋｒａａｙｋａｍｐ ２０００，“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Ａ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３（２）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Ｐａｕｌ １９８２，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Ｕ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７
（２）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ａｕｌ ＆ Ｊｏｈｎ Ｍｏｈｒ １９８５，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０（６）．

Ｄｕｍａｉｓ，Ｓｕｓａｎ Ａ． ２００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ｕｓ．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５（１） ．

Ｆａｒｋａｓ，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３，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９．

Ｇｉｒｏｕｘ， Ｈｅｎｒｙ Ａ． １９８３， “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３（３）．

Ｇｏｌｄｒｉｃｋ⁃Ｒａｂ， Ｓａｒａ ＆ Ｆａｂｉａｎ Ｔ． Ｐｆｅｆｆｅｒ ２００９， “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２（２） ．

Ｈｏｒｎ， Ｄａｎｉｅｌ ２００９， “ Ａｇｅ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５（４） ．

Ｊæｇｅｒ， Ｍａｄｓ Ｍｅｉｅｒ ２０１１， “ Ｄｏ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ａｌ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４（４）．

Ｋａｔｓｉｌｌｉｓ， Ｊｏｈｎ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ｕ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０，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５（２） ．

Ｌａｍｏｎｔ， Ｍｉｃｈｅｌｅ ＆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Ｌａｒｅａｕ １９８８，“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Ｇｌｉｓｓａｎｄｏ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６（２） ．

Ｌａｒｅａｕ， Ａｎｎｅｔｔｅ ２０１５，“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０（１）．

Ｌａｒｅａｕ， Ａｎｎｅｔｔｅ ＆ Ｅｌｌｉｏｔ Ｂ．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２．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２０１２， “ Ｅｘｔｒａ⁃Ｃｒｅ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８（２） ．

Ｌｕｃａｓ， Ｓａｍｕｅｌ Ｒ． ２００１，“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ｃｋ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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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ｌｅｎ， Ａｎｎ Ｌ．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Ａ． Ｇｏｙｅｔｔｅ ＆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Ｓｏａｒｅｓ ２０００， “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３
（３） ．

Ｐａｒｋ， Ｈｙｕｎｊｏｏｎ ２００８， “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２（２） ．

Ｐｆｅｆｆｅｒ， Ｆａｂｉａｎ Ｔ． ２００８， “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４（５） ．

Ｒａｆｔｅｒｙ， Ａｄｒｉａｎ Ｅ．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ｕｔ １９９３，“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Ｉｒｉｓ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２１ － ７５．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６（１）．

Ｒｏｋｓａ，Ｊｏｓｉｐａ ＆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ｏｔｔｅｒ ２０１１， “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４（４）．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Ｌ． ＆ Ｄａｖｉｄ Ｐ． 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１，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４（１） ．

Ｓｔｕｂｅｒ， Ｊｅｎｎｙ Ｍ． ２００９，“Ｃｌ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２４（４）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Ａｌｉｃｅ ２００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５（４） ．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ｒｆｈｏｒｓｔ， Ｈｅｒｍａｎ Ｇ． ＆ Ｍｉｊｓ， Ｊ． Ｂ．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２０１０， “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６．

Ｘｕ， Ｊｕｎ ＆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Ｈａｍｐｄｅｎ⁃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ｒ Ｔｒｉｖ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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